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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 

 

   1926年 11 月，北伐军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势如破竹地很

快摧毁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武装力量，迅速占领九江、南昌，并在南

昌设立北伐军总司令部，为进攻南京、上海做准备。 

 

  此时上海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火如荼地进行。1926

年秋至 1927 年春，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

次武装起义，引起了上海租界外国列强、工商买办阶级的极大恐慌。

1926年底至 1927年 2 月，荷兰银行买办、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匆

匆忙忙从上海几次到南昌跟蒋介石接洽，达成秘密协议，协议的核心

内容是，蒋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获得 6000 万银元贷款，条件

是清共反共（《江浙财阀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党史研究资

料》第 7集，第 49页）。之后仅仅在 1927 年 4月、5 月短短两个月

时间，在以荷兰银行买办、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上海银行公会核

心人物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张嘉璈（中国银行总经理）、

李馥荪（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等人为代表的上海工商界、

银行界，以及背后的国际银行势力大规模融资支持下，蒋介石拿到了



4000 万银元融资，远超苏联 1924-1927 年间总计大约 3000 万卢布

（约合 2700万银元）资助。 

 

  蒋介石一直忌惮共产党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视之为

实现集权图谋的障碍，此时有了上海大资本买办阶级和背后英美国际

势力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融支持，蒋介石有了底气摆脱对苏联财

政资助的仰仗和依赖，毫无顾忌地开始实施“清党运动”，1927 年 4

月 12 日悍然发动震惊世界、暴虐无道的反革命政变，背弃孙中山订

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大政方针，疯狂地拔本塞源，屠杀大

批共产党员、工人和左翼人士。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

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方

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参与其中，捕杀大批共产党人。1927年 7月 15日，

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与共产党公开决裂，选择宁汉合流，在“宁可错杀

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下，武汉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

被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 3月至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 31 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 2.6 万多人，国内

政治局势急剧逆转，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运动笼罩在白色

恐怖之中，陷入低潮。 

 

  二、革命根据地与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创建 

 



  为了挽救革命，英勇的共产党人不惧生死，继续擎起解放全中国

的理想信仰之旗，组织武装反抗，建立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1927年

8 月 1 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及贺龙、叶挺、朱德、

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 2 万多人在南昌起义，打响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

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27 年 8 月 7 日，中

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

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随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奔赴各地，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在八七会议总方

针的指引下，党先后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海陆丰、

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

的起义，在全国 300 多个县领导组织了工农武装起义，创建了约 15

个农村根据地，成立苏维埃红色政权，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道路。到 1930 年上半年，工农红军已发展到约 7 万人，连

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 10 万人以上。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

大，1931年 11月 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

后，必须“通过一个拥有国家资本与独立垄断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

中于国家手中。”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在边远农村山区，经济条件差、

生产落后，加之频繁残酷的军事攻击、严密的经济封锁阻断了苏区和



相邻各省的贸易往来，流通货币短缺、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还将大

量假币流入苏区，造谣破坏，干扰苏区经济金融。“军民日用必需品

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问题”，革命事业需要大笔经费，军需、日

用，样样有支出，根据地的经济金融建设在根据地初创之期都是当务

之急，面对严酷的形势，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组

织根据地党员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天辟地地

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根

据地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同时先后建立金融机构，发行根

据地货币，筹措和收拢资金，活跃农村商品经济，解决物资匮乏和人

民贫苦的问题，从物质上保障红军供给，支援革命战争。 

 

  长征之前，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赣西南革

命根据地建立了东固平民银行和东固银行，赣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江

西工农银行、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闽西工农银行和多个区县信用合

作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石首农业银行、鄂西农民银行、湘鄂

西省农民银行、鄂北农民银行、鹤峰苏维埃银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建立苏维埃银行、经济公社和信用合作社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建立

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建立平江县工农银行、鄂东农民银行、鄂东南工农

银行，湘赣革命根据地建立湘赣省工农银行、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苏

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陕甘根据地建立有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陕甘

晋省苏维埃银行。从 1927 年到 1936年十年间，苏维埃政权共创立 46



家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共有 77 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 400 多种货

币版别。 

 

  在国民党反动派频繁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局势下，各根据

地的革命斗争形势严峻，金融工作在摸索中发展，很多根据地的金融

机构存续时期也较短，但在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金融体系和

高利贷剥削制度，建立真正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金融事业方面，共产

党人作出了翻天覆地的探索和尝试。 

 

  三、革命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发展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发行机构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信用

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经济组织、苏维埃政府或政府的行政部门等三

类，成立的金融机构地域都比较分散，由于战火频仍，交通不便，各

自独立保留货币发行权，发行纸币、布币、金属币，如劳动券、银元

券、兑换券、流通券、信用券、铜元券等，其中制作数量较大的仿制

银元以便从白区中换取根据地的军需和生活急需品；金融机构还各自

制定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大多以“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泼

苏区金融”为创办宗旨；建立十足兑现的货币发行基金发行货币，采

取控制货币发行量，发行公债、扩大生产等稳定货币措施；加强银元

出口管理，很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还开展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以



及代理财政金库和公债的发行存支等主要业务。虽然苏区经济普遍不

发达，工农群众手中存钱很少，吸储较为困难，鄂东南地区还开展过

一次群众性的存款运动，同时流通货币庞杂，国民政府银行发行的货

币、商会钱庄发行的票币，给统一金融市场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傲雪欺霜的革命志士仁人，依然在艰难困苦中想方设法发行货币、

开展存贷款业务，加强政治教育，宣传动员群众使用根据地货币，实

行减价比价策略、驱逐白区货币，禁止私人银行、钱庄发行票币，计

划统筹苏区经济、统一资金调度、提高群众购买力、促进物资交易流

动，通过信贷活动支持政府主办的企业和家庭手工业，改善群众生活、

稳固苏区政权，在金融战线上密切配合军事作战。 

 

  在金融战线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

论逐渐获得了新的认识。革命根据地货币由初期的可兑现的银行券纸

币，逐渐演变为不再兑现的价值货币，货币发行的原则由原来的十足

兑现的银元本位逐渐演变为以经济发展为需要，适当增加市场货币容

量，也就是战略物资本位。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根据于

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这一方面的

注意是绝对必要的。”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

进一步明确：“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

纸币跌价，会使物价昂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



联合。”“极大的活泼苏维埃金融，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是增加市

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与保持纸币信用的重要办法。” 

 

  四、长征途中金融活动基本停滞 

 

  1931 年 9 月 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九一

八事变”，陆续侵吞东北三省。1932 年 2 月，东北全境沦陷。民族矛

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难当前，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对日采

取“不抵抗政策”，对日军弃甲曳兵，对日采取“撤退代替进攻”军

事战略，对内则强硬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加紧对工农红军根据地

发起大规模的“围剿”，“围剿”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

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残酷的经济封锁阻断了苏区和邻近各省的贸

易，很多人死于饥荒和战乱。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引

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

约有 100 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 ”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

军伤亡超过 6 万人。” 

 

  在 1930 年 12月-1931年 1 月的第一次“围剿”中，国民党动用

10 万部队；1931 年 5 月-6 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 20 万部队；

随后不久的 7 月-10月，第三次“围剿”出动 30 万作战兵力；第四次

“围剿”发生在 1932 年年底-1933 年 3月，国民党动用 90个师、50



万部队；第五次“围剿”开始于 1933年 9 月一直持续到 1934 年，国

民党 40 万军队进攻苏区，先后投入了 100 万军队参加“围剿”行动。

到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敌人大规模疯狂“围剿”，由于党内“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虽浴血奋战，却遭受重大伤亡，中

央根据地失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诗般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大部分革命根据地银行被迫停止业务活动，苏维埃货币也

暂停了发行。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共进行了 380 余次战斗，攻占 700 多座县

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 430 余人，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共

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 14 个省，翻越 18 座大山，跨过

24 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中央红军终于于 1935 年 10 月

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 年 10 月，红二、四方面军到

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人类历史

上的伟大奇迹——万里长征至此结束。 

 

  长征途中，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曾四次发行临时纸币，残酷的

军事形势，使每次发行都是紧张地开展兑换和回笼工作，由于有充足

的物资保证，货币随时十足兑换，即使是短期的货币发行，在当地群

众中都有良好信誉，遵义停留时最具代表性，遵义商店很多，用红军

票既可买到日用必需品，又可随时兑换现洋，群众争要红军票，离开

遵义时，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连夜用现洋兑换完群众手中的纸币。1935



年 3 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随红四方面军向川西转移途中，

战事吃紧的局势下，依然开设分行、发行货币、办理信贷、兑换金银。

陕甘、陕北等革命根据地，相继设立了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神府

特区抗日人民委员会银行，开展金融业务活动，坚持发展根据地金融

事业。（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